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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利用我国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

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 ,从个人因素 、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

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 。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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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大量的文献从社会学 、经济学 、人口

学等各种角度进行的研究 ,不论是将流动人口称为农民工也好 ,称为外来人口也好 ,尽管研究对象有

不同的侧重 ,但都推动着对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研究的深入 。而之所以被称为“流动人口” ,原因也在

于其流动性。这种流动性正是多次迁移与流动的结果 。事实上 ,很早就有人提出 ,流动人口内部存在

着替代性 ,即一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以后将返回迁出地或再次迁移;并相应地计算了

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已滞留时间(朱宝树 ,2000;周皓 ,2001)。在这种替代过程中 ,既有流动人口

从广阔的农村地区迁出 ,也有大量的流动人口从城市地区迁回到农村地区或原迁出地区。尽管马忠

东(2001)、赵耀辉(2001)曾对国内的人口返迁情况作了讨论 ,但这些研究的数据都是根据局部的地区

性调查得到的 ,无法推断到全国的总体情况。梁在等(2004)根据 199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 ,对

四川省的返迁人口作了讨论 ,比较了该省的返迁人口及非迁移人口 ,并由此验证了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和返迁人口在选择非农职业上与非迁移人口的差异。

相对于浩瀚的人口迁移研究文献 ,这种人口返迁现象并未受到更多的重视 。导致产生这种研究

盲点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在于数据与方法 。从数据的角度来看 ,不论是三普 、四普 ,还是 1987年和 1995

年的 1%人口抽样调查 ,在调查问卷中有关迁移与流动时间的问题仅涉及“五年前的常住地”;从而使

我们无法判断在五年间的返迁人口状况。即使是在 1995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问卷中 ,也仅加入了

1990年 10 月 1 日以后“来本县 、市 、区居住的时间” 。但由于数据并未公开 ,因此 ,我们也无法了解

1990年代前期返迁人口的状况 。从方法的角度来看 ,由于我国国内的人口迁移与流动更多的是往返

式的 ,因此根据时点式的调查数据推断历史事件时存在着一定的困难。而这一切 ,从总体上看 ,这种

状况可以归结为 ,整个社会对流动人口的关注是集中在迁移与流动对迁入地社会的影响作用 。而一

旦迁移或流动人口迁出或流出迁入地 ,返回原迁出地 ,那么他们也就不再受关注了。

＊　本文系郭志刚教授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课题的

阶段性成果(批准号 05JJD840002)。

①　本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定 ,那么 , 迁移人口包括了户籍迁移人口(或正规迁移人口)和户籍登记地未发生改变的流

动人口(或流动人口 、非正规迁移人口)两个部分。

②　当然 , 199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已经可以进行再迁移者的判断与分析 ,但尚未有人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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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为我们了解返迁人口的状况提供了数据基础 。本次普查的调查问卷

中 ,不仅包含了“五年前常住地” ,而且也加入了“何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 。正是基于这两个问题 ,再

加上现住地 ,我们就可以据此判断返迁人口 。具体操作过程见数据及方法部分。本文正是希望利用

2000年五普全国千分之一原始数据 ,估计 1990年代后期我国返移人口的大概状况 ,并比较返迁人口

与现在的迁移人口、非迁移人口之间在各种人口 、社会特征上的差异 ,最后本文还将讨论这三类人口

在所从事非农职业上的倾向性差异 。

1　理论框架及研究目的

古典经济学模型是假设个人的迁移决策以“个人预期利益最大化”为基础的 。那么 ,从返迁人口

来看 ,其返迁的原因就在于对“目前收入”的不满意而重新调整 ,或者说是没有达到第一次迁移前的那

种“预期收入”而做出的纠正。在这种情况下 ,迁移的选择性又能体现出它的作用 。如果迁移者在迁

入地处于社会竞争的劣势 ,那么他势必会调整自己所处的社会状态 ,而选择返迁 。

新迁移经济学(Neoclassic Model)则将迁移决策因素归结为“家庭风险最小化” ,即个体的迁移决策

是由家庭成员共同作出的(Stark , 1984)。它与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区别不仅在于迁移决策的基本单位

的不同 ,而且可以说是古典经济学模型的理论发展 。对于具有强烈的传统家庭或家族观念的东亚和

东南亚国家而言 ,这种理论是适合的 ,特别是中国 。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 ,更重

要的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表明 ,家庭因素(如是否有老人 、是否有小孩等)都会影响

到人口迁移发生的可能性(周皓 ,2003)。同样的 ,这些因素更有可能会刺激原来的迁移人口返迁 。正

如赵耀辉(2001)的研究表明 ,返迁行为的目的主要是由于长期的两地分居而渴望家族团圆 ,而并不是

为了找一份收入较好的工作。

基于上述理论基础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利用较为完整的普查资料 ,估计全国返迁人口的规模及各种特征;尽管国内已有部分学者

开始关注于返迁人口的状况 ,但他们所利用的都是对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资料 ,资料的代表性有所欠

缺。而普查资料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即它的完整性与普遍性。普查资料所反映的返迁人口的大

致规模及各种特征 ,更能说明全国的普遍状况 。

其次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问题仍然是学术界所关心的问题 ,特别是返迁人口的选择性问题。而赵

耀辉的研究结果表明 ,年龄较大的 、已婚 、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迁移人口可能更容易返迁;那么 ,这种选

择性如果利用普查资料是否能够得到验证 。同时 ,这种验证也可以说明社会竞争的状况。如果是正

向的选择 ,即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人更容易返迁 ,那么 ,在迁入地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

致使在迁入地是以“弱者生存 ,强者淘汰”的局面 ,若果真如此 ,我们应该更为慎重地重新考察社会的

竞争机制 。

再次 ,本文将讨论返迁人口的返迁原因。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特征的选择性以外 ,基于新迁移经

济学的理论 ,希望利用普查数据说明家庭因素在人口返迁过程中的作用。

图 1　返迁人口判定示意图

2　数据及方法

正如上文提到的 , 2000年普查数据为本研究提供了数

据基础。在普查问卷中 ,包括了三个重要的信息:(1)现住省

份;(2)五年前常住地(R13)(省内或省外);(3)从何地来本乡

镇街道居住(R10)。如果某人现住省份与五年前常住省份相

同 ,即 R13=1 ,但 R10中所填写的是外省 ,那么 ,该人在 1995

年11月 1日到 2000年 11月 1日间 ,肯定是从现住省份迁到

外省份 ,然后在 2000年 11月 1日普查前返回本省。由此可以判定该人必然是返迁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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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 ,以浙江为例(见图 1),根据这种判断方法可以从原始数据中挑选出返迁人口 。但这里需要

说明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 ,由于“五年前常住地”(R13)仅列出了省内和省外这两个选择项 ,因此 ,我们据此来判断省内

的返迁人口 。假设 ,某人在2000年普查时居住在浙江宁波 ,而且他也属于省内迁移人口 ,因此 ,他在

回答“五年前常住地”时仍然是选择 1.省内。但我们无法判断他在 1995年 11月 1日时是否居住在宁

波。因此 ,由于这一选项的缺陷 ,我们无法判断省内的返迁人口 。从直觉的角度看 ,省内的返迁人口

规模也将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肯定会大于省际的返迁人口。但这种缺陷 ,不仅使我们现在只能针对省

际的返迁人口进行分析 ,而且也会损失很大的样本量。

第二 ,由于普查问卷中未提及以前的迁移状况 ,因此 ,我们也无法估计迁移人口在外省(上例中的

北京)滞留的时间长度。我们只能计算得到返迁时的年龄和返迁后在原迁出地居住的时间长度 。比

如某人是在1997年时从北京迁回到浙江的 。尽管我们知道他肯定是在 1995年到 1997年间的某一时

间从浙江迁到了北京 ,但我们无法知道 ,他在北京居住了多长时间以后返回浙江 。而事实上 ,在北京

居住的时间长短 ,将与该人的迁移原因有关 ,而且也从另一方面表明迁移的选择性问题。

为了将返迁人口与当前的迁移人口 、非迁移人口进行对比 ,我们首先从千分之一数据中挑选出返

迁人口;然后第二个数据则是当前的迁移人口(包括了迁移人口与流动人口);第三个数据则是非迁移

人口 。

3　结果

3.1　三类人口的各种人口社会特征。

首先我们关心的是省际返迁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由此可以大致推算返迁人口的规

模及其相应的结构等(见表 1)。返迁人口(1706人)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 5.276%,占全国人口(样本规

模1180111人)的 0.1446%。因此 ,全国返迁人口的大致规模为 1795789人 ,即约为 180万人左右。

梁在等(2004)曾利用 1995年小普查数据估计返迁回四川的比例高达 10%,而由广东返回四川的

返迁率高达 23%。而赵耀辉(2001)根据在六个省的 824个家庭户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返迁率为

38%。相应的 ,为了能够与 1995年的结果相比较 ,我们又计算了根据 2000年五普数据计算的四川与

广东之间的返迁率。从 2000年的数据来看 ,由四川迁往广东的现有省际迁移人口为 1787人 ,而 1995

～ 2000年间由广东返回四川的返迁人口为 22人 ,其返迁率仅约为 1.22%(=22/(22+1787)),远低于

上述两个数据。但如果以广东为例 ,考察广东省的返迁人口与广东省的迁出人口之间的关系 ,那么 ,

由广东迁出的现有省际迁移人口为 458人 ,而由其他省区返回广东的人口为 435 人 ,则返迁率高达

48.71%,远高于根据 1995年的结果(23%)。

上述的两个比例均显得较低。就四川与广东之间的迁移与返迁情况的这一比例远低于根据 1995

年小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比例 ,也远低于赵耀辉调查得到的比例 。首先 ,赵耀辉的抽样数据可能是有

代表性的抽样 ,抽样样本有偏是可能存在的。其次 ,与 1995年小普查的数据相比 ,现在的结果可能与

2000年五普数据的千分之一抽样结果有关系。由于本文所用的数据系 2000年五普时根据长表数据

再抽取 0.95‰,经过两次抽样(一次是对普查对象登记长表时的抽样 ,一次是对长表数据再次抽样)之

后可能存在着抽样结果有偏的情况。再次 ,除了考虑这些抽样结果有偏以外 ,还有可能的解释是 ,返

迁人口越来越少 。这也就意味着 ,迁移与流动人口可能更多地滞留在迁入地而不愿意再返回原迁出

地;也有可能是由于多次的往返式迁移 ,使得对返迁人口的估计仍然有漏报 ,等等 。诸如此类的原因

不可能一一列举 ,但对 2000年数据所得到的这一比例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其次 ,由返迁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来看 ,返迁人口与迁移人口基本上是相同的 ,但仍然存在着一

些细微的差别(见图 2 、图 3)。(1)返迁人口的峰值年龄比省际迁移人口相对晚 1 ～ 2年;(2)返迁人口

在40 ～ 47岁左右形成返迁的另一个高峰 ,这与即将退出流动人口所从事的劳动力要求较高的职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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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由于他们是在5年之内的返迁 ,因此 ,他们迁出的时间应该是在 35岁之后;(3)女性省际迁移人口

的峰值年龄明显偏前 ,而返迁人口的年龄则明显偏大 。这些情况与梁在等利用 1995年小普查数据计

算得到的结果完全相同。
表 1　返迁人口 、迁移人口及非迁移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对比

Return Active Migrants Non-Migrants

性别比例(%)-男性 　　　　59.32 　　　　52.77 　　　　51.15

平均年龄(years) 29.95 26.41 32.35

劳动力年龄人口(%) 93.1 91.05 65.6

受教育水平(%)

　　0 0.29 3.28 7.13

　　未上过学 3.05 2.69 7.96

　　扫盲班 0.47 0.27 1.74

　　小学 21.40 21.58 35.94

　　初中 43.55 50.29 32.84

　　高中 12.54 9.30 7.66

　　中专 6.74 4.25 3.19

　　大学专科 6.21 3.21 2.39

　　大学本科 4.75 4.72 1.09

　　研究生 1.00 0.41 0.06

平均受教育年限 9.43 9.06 7.20

婚姻状况(%)

　　未婚 35.40 49.02 38.70

　　已婚有配偶 62.02 49.90 56.25

　　离婚或丧偶 2.58 1.08 5.06

与户主的关系(%)

　　户主 32.88 27.30 29.30

　　配偶 17.53 13.97 22.95

　　父母 18.64 9.10 33.30

　　岳父母或公婆 1.52 1.01 4.06

　　祖父母 0.29 0.31 0.29

　　子女 0.00 0.03 0.12

　　媳婿 2.58 2.63 2.56

　　孙子女 0.47 0.76 4.15

　　兄弟姐妹 1.47 1.64 0.85

　　其他 24.62 43.24 2.42

现住地城乡状况(%)-农村 37.92 27.19 35.62

外省居住地的城乡状况(%)-Rural 58.50 79.27 　　　　　-

N 1706 32337(2.7%) 1147774

　　注:在 32337 位省际迁移与流动人口中:4764人为省际迁移人口 , 占总人口 1180111 的 0.404%;27573 为流动人口 ,

占总人口 1180111 的 2.336%。

从婚姻状况来看 ,返迁人口中未婚的比例相对较低;而已婚有配偶的比例则远高于省际迁移人

口。这从一方面说明已婚者由于受家庭因素的影响而更容易返迁。

受教育状况可以被看成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社会环境适应能力的另一个指标。同时 ,如果从迁移

的选择性来看 ,迁移人口相对而言高于迁出地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 ,而低于迁入地的平均受教育水

平 ,特别是在中国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 ,使这种现象更为突出。但赵耀辉(2001)利用在农村的调查数

据 ,说明了迁出地更高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更有可能留在原籍地 ,而相对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人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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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迁出或流出。从返迁人口来看 ,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表 1中给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明 ,返

迁人口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不仅高于非迁移人口 ,而且也相对高于现在的省际迁移人口 。从各类受教

育水平的比例来看 ,现在的省际迁移人口以初中为主 ,而返迁人口的初中受教育水平的比例较低 ,而

高中的比例则相对较高;而且 ,返迁人口的大学专科的比例则是现有省际迁移人口的一倍 ,大学本科

与研究生的比例也远高于省际迁移人口 。因此 ,从这一点来看 ,受教育水平的选择性对于返迁人口而

言同样较强 。但同时也不得不怀疑这种返迁人口中有 10%左右(即大学专科及以上)的人口可能是因

为完成学业后回到原籍地 。

图 2　返迁人口的年龄结构 图 3　省际迁移人口的年龄结构状况

　　表1还给出了返迁人口在户内与户主的关系情况。数据表明 ,返迁人口中 ,与户主是“其他”关系

的占 24.62%;而省际迁移人口的这一比例则高达 43.24%。这一较高比例与他们居住在集体户有关 。

以省际迁移人口来看 ,居住在集体户中的人口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 48.5%;而返迁人口居住在集体

户中的人口仅占 27.96%。这部分人口可能是从外省迁回以后 ,又重新在迁出省份的其他地方打工 。

为了考察这批人的情况 ,利用数据再分析了他们当前的迁移属性(即迁移人口还是流动人口),并发

现 ,在这批 477人(27.96%),除 3人迁回了原住地以外 ,其余的 474人中 ,有 79人为迁移人口 , 395人

仍为流动人口(占 82.8%),因此这种猜测是可以成立的 ,即省际流动人口即使是回到原省 ,同样也会

在另外地方工作;而作为迁移人口的返迁人口则更有可能是完成学业后找的工作 。当然 ,这里也并不

排除大专或大学毕业生的迁移与流动行为。

如果排除这些居住在集体户中的人口 ,可以看到 ,返迁人口与省际迁移人口以户主和配偶为主要

人员 ,两者之和分别占相应人口的 66.87%和 72.72%。但两种类型的迁移人口的区别在于 ,返迁人口

中与户主是父母关系的比例较高 ,这种较高的老年人口返迁比例与传统的落叶归根有关 。

对于返迁人口在迁移前后的城乡结构差异的比较可以看到返迁人口在迁移过程中对迁入地城乡

属性的选择(见表 2)。从省际迁移人口来看 ,近 80%的人是由农村迁出 ,但在迁入时却有 72%的人居

住在城镇 ,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 ,即迁移人口主要是由农村向城镇的迁移。比较之下 ,返迁

人口则不同。在返迁人口中 ,由农村迁出的人口(即由前一次迁移的迁入地 、和现在的迁出地)接近于

58.5%,但在返迁后却有 62%的人迁回到城镇 。这一方面说明返迁人口在迁回以后 ,更倾向于返回到

城镇 ,另一方面也说明 ,尽管由农村返迁的比例和由城镇返迁的比例相关并不如省际迁移人口那么悬

殊 ,但至少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前一次迁往农村的人口更容易返迁 。这种返迁行为既取决于他

在以前所从事的职业 ,也取决于他对原迁入地的预期收入水平。

3.2　返迁原因的讨论

返迁人口决定因素的 Logit模型分成 3个步骤(见表 3)。模型 1考察的是个体的人口学特征对返

迁决定的影响;模型 2则是以个体特征为控制变量 ,来看居住地的城乡属性对返迁行为的影响;模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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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加入了家庭户的因素 ,以反映家庭因素对返迁决策的影响作用 。由此得到以下结论:

模型 1对个体因素的检验表明 ,年龄越大 、男性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已婚人士更容易返迁 。因此 ,

除年龄以外 ,个体特征的选择性都十分强烈。年龄越大 ,返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年龄每提高 10岁 ,

返迁的可能性会提高 1.55%。同时 ,已婚人口比未婚人口更容易返迁。这些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论

相同(Massey , 1987;Sharda , 1984;Liang ,2004)。
表 2　返迁人口和省际迁移人口的城乡结构状况

返迁人口

迁出 迁入 农村 城镇 小计

农村 374 624 58.50%

城镇 273 435 41.50%

小计 37.92% 62.08% 1706(100%)

省际迁移人口

迁出 迁入 农村 城镇 小计

农村 7517 18166 79.42%

城镇 1287 5367 20.58%

小计 27.23% 72.77% 32337(100%)

表 3　返迁人口决定因素的 Logistic Model

Model 1 Model 2 Model 3

B　 S.E.　 B　 S.E.　 B　 S.E.　

年龄 0.0154c 0.0026 0.0177c 0.0026 0.0180c 0.0027

性别(Male=1) 0.2109c 0.0519 0.2291c 0.0530 0.2966c 0.0535

婚姻状况(有配偶=1) 0.4461c 0.0631 0.3251c 0.0639 0.0306 0.0715

受教育水平

义务教育 0.0183 0.1434 0.1739a 0.1464 0.3737b 0.1499

中等教育 0.5533c 0.1516 0.9462c 0.1559 1.1579c 0.1593

高等教育 0.6548c 0.1601 1.3653c 0.1662 1.5556c 0.1691

原居住地属性＊(城镇=1) -1.5521c 0.0548 -1.5182c 0.0551

家庭户规模 -0.0252c 0.0071

是否有老年人(有=1) 0.5585c 0.1256

是否有 14 岁以下小孩(有=1) 0.5786c 0.0606

Constant -3.8649c 0.1687 -3.2137c 0.1728 -3.3656 0.1820

N 32422 32422 32422

Chi-square 267.479c 834.696c 129.491c

-2Log L 12931.6 12096.9 11967.4

Cox &Snell R Square 0.008 0.035 0.039

Nagelkerke R Square 0.025 0.101 0.112

　　Notes:ap<0.10.bp<0.05.cp<0.01

注:原居住地属性(即常住地):对返迁人口来说 ,其迁出地按照登记的最近一次迁出的居住地类型;而现有的迁移

人口(active migrant)则是现在的居住地类型。两者有一定的差异。

以受教育水平为例(参照组为未上过学或扫盲班 ,即未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

初中的人口 ,其返迁的风险比与参照组基本相同;但高中或中专 、以及大专及以上人口返迁的可能性

分别是参照组的 1.74倍和 1.92倍 ,远高于参照组 。因此 ,如果从作为个体特征的受教育水平来看 ,返

迁行为的选择性是逆向的 ,即受教育水平越高 ,返迁的可能性就越大 。尽管赵耀辉根据调查得到的结

果也是如此 ,但返迁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处于迁移人口与常住非迁移人口之间;而梁在等(2004)利用

1995年小普查数据讨论从广东返回四川的返迁人口时所得的结论并不相同 。他们的数据表明受教育

水平对返迁行为的作用并不一致 ,小学和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更容易返迁 ,但高中和中专 、大专及以

上这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则不容易返迁。这三个研究之间的差异更多的可能来自于样本的差异 。

本文认为 ,本研究中的这种受教育水平与返迁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受到了高学历人员返迁的影响 。

表1中有关受教育水平的数据表明返迁人口中高学历人员的返迁比例远高于现在的迁移人口及非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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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常住人口。如果再考察返迁人口中的受教育水平与迁移原因的关系(见表 4),可以看到 ,高学历

人员的学习培训 、工作调动 、分配录用的比较相当高;相反 ,低学历人员则主要集中在务工经商 、婚姻

迁入或随迁家属 。这种差异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 ,越容易返迁的结果 ,并不是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公平

所引起的 ,最主要的还是在于个体的差异及其返迁决策的角度不同。
表 4　迁移原因与受教育水平的交互表

无正规教育小学 、初中高中及中专大专及以上 Total

务工经商 24 671 142 22 859

工作调动 1 56 45 37 139

分配录用 0 2 37 62 101

学习培训 0 2 25 43 70

拆迁搬家 3 29 10 10 52

婚姻迁入 10 69 16 8 103

随迁家属 9 61 16 9 95

投亲靠友 8 78 15 4 105

其他 5 140 23 9 177

Total 60 1108 329 204 1701

　　模型 2主要考察城乡之间返迁人口的差异 。在控制了个体因素的差异以后 ,迁入到城市和农村

的迁移人口的返迁行为是不同的。相对于农村而言 ,居住在城镇中的迁移人口返迁的可能性仅为农

村的 21%,即居住在农村的迁移人口的返迁可能性是城镇的 5倍 。这种状况应该可以通过城乡间收

入水平的差异来解释 。由于城乡间不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还是目前的收入状况都会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 ,因此 ,一旦农村人口迁入城镇 ,在目前的个人收益远大于农村的情况下 ,他们更不愿意返迁 。而

且上述对返迁人口的城乡结构描述也可以看到 ,即使是返迁人口也会更愿意迁往城镇 ,而并不是回到

农村 。

同时 ,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控制了居住地类型(即城乡)因素以后 ,个人特征的作用也发生了变

化。最明显的是受教育水平的变化 。在模型 2中 ,控制了城乡结构以后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口更容

易返迁 ,如大专及以上的人口返迁的可能性是未接受过正规教育人口的 4倍;高中和中专的人口则为

2.5倍 。

模型 3则是在模型 2的基础上 ,增加了家庭户的因素。在这里 ,家庭户的因素主要选择了:家庭

户中是否有老人 ,家庭户中是否有 14岁以下的小孩 ,以及家庭户规模。这三个因素在模型中都显著 ,

这说明 ,家庭户对返迁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对现在的迁移人口(active migrant)来说 ,其家庭户规模为现在的迁入地的家庭户规模;而对于返迁

人口的家庭户规模则是指返迁以后的家庭户规模 ,这两个指标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从模型中可以看

到 ,家庭户规模对于返迁行为具有负向的作用 ,即家庭户规模越大 , 越不容易返迁。正如赵耀辉

(2001)的研究结果 ,返迁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家庭的团圆 。但如果夫妻两人同时为迁移人口的

话 ,返迁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而家庭户规模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 。家庭户规模越大 ,那

么整个家庭的成员就越有可能生活在一起 ,从而使整个家庭返迁的可能性变小。这不仅是整个家庭

的返迁成本偏高 ,更为重要的是 ,既然他们能够举家迁移 ,这就说明他们在迁入地的生活条件相对较

好 ,简单的说也就是能挣到比老家更多的钱 ,能够养活一家老小 ,因此 ,他们也就不用再返迁了。而从

返迁人口的角度 ,即从迁出地的角度来看 ,如果家庭户中有其他成员可以承担照顾老人和孩子 ,那么 ,

已迁出的人也就不必为担心家庭生活而返迁了。这与以往的研究也是相类似的(周皓 ,2003)。

而家庭户中是否有老年人和是否有 14岁以下的小孩这两个家庭因素 ,可以部分地反映家庭的生

活状况 。古人云:父母在 ,不远行。此乃孝道 。尽管时过境迁 ,但这种传统思想还是根深蒂固的 。如

果家庭户中有老人 ,那么 ,返迁的人口可能会为了照顾老人而返迁。同样 ,家庭户中如果有小孩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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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迁移人口也有可能会为了小孩而返迁。这两者均说明 ,家庭户的因素对于返迁决策具有很强的

解释力。

但同时 ,我们必须注意到 ,随着家庭因素的加入 ,婚姻状况对于返迁与否已经不再显著了 。从上

两个模型中看到的是 ,已婚者更容易返迁。但如果控制了家庭户因素 ,那么已婚或未婚人口并未有太

大差异。为了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 ,在控制了是否为返迁人口这一因素后 ,考察了个体的婚姻状况与

三个家庭户因素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发现几者之间并未有任何显著的相关性。那么 ,这种情况可以被

看成是 ,不论结婚与否 ,只要家庭户中有老人或小孩的迁移人口就更容易返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E·S·Lee(1966)在总结人口迁移法则时 ,曾提出了“任何一个迁移流都会伴随着一个相反方向的反

迁移流” 。那么 ,返迁人口应该是这种反迁移流的一部分 。随着我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规模的加剧 ,这

种反向的迁移流也将会逐步加强 ,同样返迁人口的规模也会逐步扩大。尽管我国目前的人口迁移与

流动中有一大部分是类似于钟摆式的迁移流 ,但从数据上仍然可以看到 ,最保守的估计全国的返迁人

口也在180万左右。尽管这一数据明显低于其他研究的结果 ,但这 180万返迁人口同样会对迁出地的

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当然 ,对于返迁人口规模的估计仍然需要再进一步讨论 。

人口迁移的选择性在本文中也得到了证明。这种人口 、社会经济特征的选择性 ,不仅会发生在当

前的迁移人口上 ,也同样会发生在返迁人口上 。返迁的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大 ,男性返迁的可

能性大于女性 ,农村的迁移人口返迁的可能性远远大于城镇的迁移人口 。表现在受教育水平上时 ,受

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越容易返迁 。但这种情况与其迁移的原因有着一定的联系。受教育水平高的人返

迁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工作或学习的原因 ,而受教育水平低的人返迁的原因则在于务工经商或婚姻

及随迁家属。不同的迁移原因也反映了不同的社会竞争规律。

除了这种个体因素及居住地类型的因素以外 ,家庭因素:家庭的团圆 ,照顾老人和子女在返迁决

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结果再次表明今后在研究我国的人口迁移与流动现象时更需要进一步

考察其背后的家庭因素 ,而不仅仅只关注于个人的因素 。

4.2　讨论

利用普查数据对返迁人口的讨论仍然处于初始阶段。而迁移与返迁本身就是涉及个体 、家庭 、居

住地社区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复杂问题 ,仅用普查资料中所包含的简单信息并不能够充分、完全地解释

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这也正是本文的弱点所在 。同时 ,我国的户籍制度所造成的迁移类型被分为

户籍迁移与流动两类 ,而本文中由于返迁人口样本规模过小 ,而未能区分两者的差异。这则是本文的

弱点之二 。

除了上述问题以外 ,还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我们并未予以考虑 。以家庭因素为例 ,尽管模型利用家

庭户规模、家庭户中是否有老年人和 14岁以下的小孩这三个指标 ,而且也可以部分地解释家庭因素

在人口返迁决策中的作用 ,但关键的一点 ,即夫妻是否同为省际迁移人口并未被纳入模型中 ,从数据

上我们无法判断在 1995年以后的第一次迁移中该返迁人口是否已经结婚;即使能够判断其是否已

婚 ,也无法判断第一次迁移时夫妻是否同时为迁移人口 ,或迁往同一地方 ,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仍

然需要利用更为详细的调查数据来支持 。

另一个未加入的因素是在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 。赵耀辉曾在指出了在迁入地居住的时间长度

会影响到返迁的决策 。而梁在等则利用了平均处理的方法 ,计算了返迁人口在原迁入地的居住时间

长度 ,也得到同样的结论。但 2000年五普与 1995年小普查对迁入时间的提问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

1995年小普查中是由被调查者自己填报来此地居住的年份和月份 ,而在 2000年五普中的问题是“何

时来本乡镇街道居住” ,所提供的仅是几个年份的选择项。前者可以根据年份和月份粗略地估计到几

68　　　 人口研究 30 卷



个月的差异 ,而后者仅能粗略到年份 。这就会使时间估计并不十分有力 。这一因素的缺乏使我们无

法深入分析返迁人口的决策机制。

总之 ,正如上面提到的 ,对于返迁人口的研究仍然处于初始阶段 ,本文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研究

成果 ,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深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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